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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克里金插值、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等定量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 2015～

2017 年 O3浓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2015～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呈上升趋

势,O3日最大 8h滑动平均值第 90百分位数平均浓度由149μg/m
3
上升到166μg/m

3
,平均超标率由 9.3%上升到 12.1%,

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超标总天数的比例由 32.3%上升到 46.4%。(2)受气温和降水量年际波动的影响,各年份

O3月均浓度变化曲线形状不同。但 O3超标都主要发生在 4～9月,超标天数分别占 2015、2016、2017年的 88.3%、98.2%

和 97.0%。(3)由于安徽 O3浓度快速上升,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空间分布格局由东高西低演变为北高南低,且同质化

增强、异质性减弱。(4)随着 O3 浓度的上升,O3 浓度热点区由环太湖地区向南京都市圈扩展,冷点区在安徽有明显收

缩。(5)地理探测表明,长三角城市群 O3 浓度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规模、城市化和排放源等社会经济因素驱动,且均

呈正向影响。自然因素中的降水量和风速呈负向影响,分别对 O3有显著的清除和扩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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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 PM2.5、PM10、NO2、SO2和 CO等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和超标率已明显下降[1],

而臭氧(O3)浓度却不断上升[2],O3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大气污染物。O3是强氧化剂和温室气体,不仅能加速 SO2、NO2、

VOCs、NH3等气态污染物向颗粒物转化,促使 PM2.5浓度上升,高浓度 O3还会对人体健康、植物生长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对全

球气候变化造成不良影响[3,4]。近地面 O3主要来源于 NOx、VOCs、CO等前体物在大气中进行的光化学反应[5]。由于各城市前体物排

放和光化学反应条件不同,O3浓度分布具有空间异质性。而受区域传输的影响,城市间 O3浓度又具有空间相关性。科学认识 O3浓

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厘清影响 O3浓度分布的环境因素,对科学防控 O3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密集,制造业集中,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6]。其中,O3已成为长三角地区夏季最主要的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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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7]。目前,学者主要基于两类方法研究长三角 O3的影响因素。一是研究不同时空尺度 O3浓度的日变化、月度变化和季节变

化规律,并通过相关分析确定气象因素、前体物浓度等对 O3浓度的影响程度,据此提出 O3污染预警指标。如赵旭辉等[8]认为,合肥

市 O3浓度由四周向中心城区逐渐升高,在风速度小于 3.3m/s、相对湿度在 50%～60%之间、气压小于 1020hpa、气温在 25～28℃

之间且无降水时 O3浓度往往较高。O3浓度与 NO2浓度、VOCs 浓度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齐冰等[9]指出 4～10 月杭州市 O3

浓度较高,O3浓度与紫外辐射、温度呈正相关关系,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关系。当紫外辐射大于 0.06MJ/m2、气温高于 25℃、相对

湿度低于 60%时,O3浓度易超标,风向为东风或偏东风时 O3浓度偏高。易睿等[7]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 O3污染呈片状分布,上海及周

边城市群污染最严重,各城市 O3浓度与汽车保有量、NO2年均浓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是通过模式模拟的方法研究 O3生成敏

感性[10]、O3来源识别[11],及城市化[12]、区域传输[13]等对 O3浓度的影响。 

现有研究成果为深入分析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然而,已有研究多侧重于

某一方面因素的分析和模拟,很少有学者将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纳入 O3浓度影响因素解析的整体研究框架进行综合研究。区域尺

度的研究则多以江浙沪组成的长三角地区为主。2016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已明确将安徽部

分城市划入长三角城市群,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整体来探讨 O3浓度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仍鲜有报道。当前“未来地球计划”和可持

续性科学都着重强调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综合集成[14]。因此,本文基于 2015～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39 个城市的 O3浓度数据,运用

克里金插值、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并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

构建评价指标,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 O3浓度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以期为长三角城市群 O3污染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和处理 

O3浓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http://106.37.208.233:20035/)。O3日评价指标采用

O3日最大 8h滑动平均值(以下简称 O3-8h),年评价指标采用 O3日最大 8h滑动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以下简称 O3-8h-90)。数据

统计有效性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59-2012)执行,计算 O3-8h 时,当日 8 时至 24 时至少有 14 个有效 O3-8h 值;计算年度

O3-8h-90 时,年内至少有 324 个 O3-8h 值,且每月至少有 27 个有效的 O3-8h 浓度值(2 月至少有 25 个)。O3日评价和年评价标准按

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执行,即 0～100μg/m3为优、101～160μg/m3为良、161～215μg/m3

为轻度污染、216～265μg/m3为中度污染、266～800μg/m3为重度污染、800μg/m3以上为严重污染。 

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发布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V3.0)。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来源于《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空气质量监测站一般布设在市区,模型计算使用市辖区统计口径数据
[15]

。地貌类

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发布的中国 100万地貌类型空间分布数据。 

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泰州、

扬州、盐城,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

宣城、滁州,共 26个地级市(图 1)。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上发布的监测城市有 41个(其

中有 15 个为县级市)。由于诸暨和张家港部分年份数据缺失较多,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研究 O3时空变化规律时将诸暨和张家港

站剔除,实际研究城市为 39个。由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行政区为统计单元,研究 O3浓度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时,以 26个地级市

为评价单元。 

1.2影响因子选择 

O3浓度上升的根源在于人类活动排放的 O3前体污染物大量增加,同时自然因素对 O3的生成、传输、清除和沉降有重要影响[2],

因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两方面来选择评价因子。社会经济因素方面,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X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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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3)、二产比重(X4)、年平均人口(X5)、建成区面积(X6)、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7)、工业烟(粉)尘排

放量(X8)和民用汽车拥有量(X9)作为探测因子。选择这些指标的原因在于:(1)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大体可归纳为规模

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16]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经济规模的直接体现,而二产比

重则是经济结构的典型指标;(2)O3 前体物的排放与城市人类活动强度有关[17],年平均人口和建成区面积代表了城市化水平,是人

类活动强度的重要表现形式;(3)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体现了工业废气的排放量,民用汽车拥有量可反映前

体物的交通来源,这 3 个指标都代表 O3前体物的人为排放源。自然因素方面,选择了气温(X10)、日照时数(X11)、降水量(X12)、相

对湿度(X13)、风速(X14)、地貌类型(X15)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16)作为探测因子。选择这些指标的原因在于:气温和日照时数与光

化学反应速率有密切关系[7～9],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对 O3及其前体物的有冲刷、沉降等清除作用[18],风速与污染物区域传输强度密切

相关[8,9],地貌类型能影响污染物的传输和扩散[19]。此外,生物源排放的 VOCs 对 O3浓度也有一定影响,由于生物源排放主要来自植

被
[20]
,故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城市生物排放源的代表。 

 

图 1长三角城市群空气质量监测站分布 

1.3研究方法 

1.3.1空间插值方法 

由于监测数据为点状数据,为了解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整体分布格局,采用插值法将 O3浓度空间分布插值成连续的表面。

常用的空间插值方法有反距离加权法(IDW)、样条函数法(SM)、自然邻域法(NNM)、克里金插值法(OKM)等,其中 OKM 提供的半变

异函数模型有球面、高斯、线形和指数等模型,插值法的具体原理参见文献[21]。不同的插值方法应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区域时,

插值精度不尽相同。为探寻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最优的空间插值方法,将 O3浓度实测数据代入上述插值方法分别进行插值,并采

用交叉验证法对插值精度进行评估。结果发现,采用 OKM的球面模型且邻域城市设为 12时插值效果较好,基本能反映长三角城市

群 O3浓度的分布格局。插值过程借助于 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模块进行。 

1.3.2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是用于测度某种地理现象或属性与相邻地理现象或属性空间相关程度的一种空间统计方法。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I来测度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空间关联程度。计算公式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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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xj分别为 i、j城市 O3浓度值;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n为城市个数;x¯x¯为 O3浓度平均值。I的取值范围为[-1,1],I>0

表示正相关,I=0表示不相关,I<0表示负相关,|I|越大相关性越强。采用 Z检验对全局 Moran’sI进行显著性检验。 

1.3.3冷热点分析 

使用 Getis-OrdG∗ii*来探测 O3浓度空间分布的高值簇(热点区)和低值簇(冷点区)的空间分布,计算公式为[23]: 

 

式中:xj为 j城市 O3浓度值;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S是标准差; 为 O3浓度平均值;n为城市个数。G∗ii*计算结果即为 Z值,

如果 G∗ii*为正值且显著,则为热点,G∗ii*为负值且显著,为冷点。 

1.3.4地理探测器 

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 O3浓度的空间分异性,以及某探测因子 X 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 O3浓度的空间分异。用 q 值度量,计算公

式为[24]: 

 

式中:h=1,2,…,L为某探测因子 X分区;Nh和 N分别为 h分区和全区城市个数;σ2hh2和σ2分别是分区 h和全区 O3浓度的方

差。q的值域为[0,1],q值越大说明因子 X对 O3浓度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越强。 

2 结果与讨论 

2.1O3浓度的时间演变特征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呈上升趋势(图 2)。O3-8h-90平均值由 2015年的 149μg/m3,上升到 2016和 2017年的 154

和 166μg/m3。2017年有 28个城市 O3浓度比 2015年高,占有效监测城市的 71.8%,7个城市出现下降,占 20.5%,3个城市保持不变,

占 7.7%。由图 2可知,2015～2017年 O3-8h-90浓度整体上移,O3-8h-90≤120μg/m
3
的城市由 2015年的 8个(占比 20.5%),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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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的 4个(占比 10.3%)和 2017年的 2 个(占比 5.1%),其中 2015 年年评价指标为优(O3-8h-90≤100μg/m3)的城市有 3个(占比

7.7%),2016 和 2017 年均未出现优的城市。O3-8h-90≥161μg/m3(即年评价指标标超)的城市由 2015 年的 21 个(占比 53.8%),回

落到 2016年的 11个(占比 28.2%)后,2017年又迅速增加到 25个(占比 64.1%)。由此可见,2015～2017年低浓度城市 O3浓度不断

抬升,高浓度城市在 2016出现回落后,2017年又快速上升。O3浓度的上升,可能与气温和降水有关。2015～2017年全国连续高温,

平均气温比常年高 0.94℃、0.81℃、0.84℃,为 2008年以来全国气温最高的 3年[25]。长三角城市群气温则连年上升,年均气温由

2015 年的 16.7℃,上升到 2016 年的 17.2℃和 2017 年的 17.3℃。高温能加速光化学反应,可能是促使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持续

上升的重要原因。另外,2017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1282.0mm,远低于 2015年的 1626.3mm和 2016年的 1776.0mm,降水对 O3的抑制作

用减弱,导致 2017年 O3浓度上升更快。 

 

图 2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8h-90浓度统计直方图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年均超标天数分别为 33.8、31.8和 44.2d,超标率分别为 9.3%、8.7%和 12.1%。2016年 O3浓度

较 2015年高,但是超标率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 2016年 O3浓度的升高主要由低浓度城市整体抬升引起,而高浓度城市 O3浓度却

有所回落。低浓度城市 O3 浓度虽然整体抬升,但超标率仍较小,而高浓度城市 O3 的回落却使超标率明显下降。由图 3 可以看

出,2015～2016年,由于高浓度城市 O3浓度的回落,超标天数在 40d以上的城市比例已由 48.7%下降到 28.2%。2017年随着 O3浓度

的进一步上升,O3超标率迅速上升,各城市超标天数整体上移,超标天数大于 40d的城市比例达到了 61.5%。 

 

图 3 2015～2017年 O3超标天数统计直方图 

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月变化曲线多呈“M”形(图 4)。1～5 月 O3浓度随气温的升高而升高,5 月达到第一个峰值。此后由于

梅雨的到来,O3浓度开始下降,在 6 月(2016 年)或 7 月(2015 年)降低到谷值后,O3浓度再一次上升,至 8 月(2016 年)或 9 月(2015

年)达到第二个峰值。10～12月 O3浓度随着气温的下降而下降,完成了一年的周期变化。受气温和降水量年际波动的影响,不同年

份 O3月均浓度最大值、峰值和谷值出现的月份有所不同。2015 年 O3月均浓度在 9 月出现最大值,就与降水偏小有关,降水量为

101.3mm,仅为 2016、2017年同期的 42.7%和 58.5%。2015、2016年入梅时间明显偏早(分别为 5月 26日、5月 25日),出梅时间

显著偏晚(分别为 7月 27日和 7月 21日),梅雨期降雨量显著偏多(分别为 578.6、662.1mm)
[25]

,因此 2015 和 2016年梅雨期的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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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特征非常明显,月变化曲线呈典型的“M”形。而 2017 年入梅(于 6 月 4 日)和出梅时间(7 月 11 日)均偏早,梅雨期降雨量

(362.8mm)虽较常年多 6%[25],但因 7 月气温明显偏高,O3月均浓度在梅雨期未出现谷值,月变化曲线呈倒“V”形,且最大值出现在

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的 5 月。从图 4 还可以看出,O3污染集中发生在 4～9 月,超标天数分别占 2015、2016、2017 年的

88.3%、98.2%和 97.0%。2015 年 10 月的超标率也较高,可能与降水异常有关,该月月均降水量为 64.9mm,远低于 2016和 2017 年

同期的 227.8 和 104mm。可见,1～5 月和 10～12 月,O3浓度主要受气温的影响,随气温的升降而升降,但 5～9 月 O3浓度受降水量

的影响更大。 

 

图 4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和超标天数的月变化 

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超标总天数的比例逐年升高,有超越 PM2.5成为最主要污染物的趋势。2015 年以 O3为首要污

染物的超标天数比例为 32.3%,2016、2017 年已上升为 34.9%和 46.4%。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比例逐年下降,由 2015

年的 64.1%,下降到 2016年的 60.8%和 2017年的 48.0%。在此消彼长之下,2017年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比例已接近以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比例。其中,在 4～9 月 O3高污染时段,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比例由 2015 年的 76.1%,上升到

2016、2017年的 85.4%、89.9%。O3已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仲春到初秋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 

2.2 O3浓度空间格局的演变 

利用 OKM分别对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8h-90进行插值,再利用 ArcGIS10.2栅格计算器计算 2015～2016年、2016～

2017 年、2015～2017 年 O3浓度的变化情况,并统计各城市 O3超标率(图 5)。结果表明,2015～2017 年,随着安徽 O3浓度的快速上

升,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空间分布格局由东高西低演变为北高南低,且同质化增强、异质性减弱。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东

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非常明显,江苏、上海和浙江 O3浓度较高,O3-8h-90平均值分别为 167、163和 156μg/m
3
,安徽 O3最低,O3-8h-90

平均值为 97μg/m3,仅为江苏的 58.1%,上海的 59.5%,浙江的 62.2%。2016、2017 年安徽 O3-8h-90 平均值快速上升至 135 和

158.25μg/m3,年均上升 34.4%,平均超标率由 2015年的 0.7%上升到 2016年的 4.1%和 2017年的 9.8%。其中,合肥都市圈(包括合

肥、芜湖和马鞍山)O3浓度上升最快,O3-8h-90 平均值由 2015 年的 104μg/m3,上升到 2017 年的 179μg/m3,年均上升 35.8%,平均

超标率由 2015 年的 0.9%上升到 2016 年的 5.4%和 2017 年的 15.3%。江苏和上海 O3浓度在 2016 年略有所回落后,2017 年已分别

上升至 175和 181μg/m3,平均超标率为 14.3%和 14.5%。浙江 O3浓度呈下降趋势,2017年 O3-8h-90平均值下降至 154μg/m3,平均

超标率为 9.7%,已与安徽相近,O3浓度分布格局演变为北高南低,但空间差异已远小于 2015年。整体来看,环太湖地区(包括常州、

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是长三角城市群 O3高污染城市最集中的区域,是长三角城市群 O3污染中心,近 3 年 O3-8h-90 平均值达

178μg/m
3
,平均超标率达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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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空间演变 

安徽省 O3 浓度快速上升,可能与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安徽地处长三角城市群腹地,具有承接江浙沪产业转移的优势。近年来

安徽积极融入长三角,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安徽纳入长三角城市群以来,安徽经济取得高速发展。2016、2017

年安徽省 GDP增长率保持在 8.5%以上,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保持在 8.3%以上,产业快速发展使本地污染物排放量增加。而

江苏、上海和浙江等地,2016 年以来通过实施 VOCs 排污收费和低 VOCs 含量溶剂推广等措施严格控制 VOCs 排放,江苏和上海 O3

浓度和超标率上升势头已有减缓,浙江 O3浓度甚至有所下降。 

2.3 O3浓度空间集聚演变特征 

利用 ArcGIS10.2 对 2015～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O3-8h-90 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 1),各年份的全局 Moran’sI

都为正值,且通过了 99%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 O3浓度受自身及邻近城市的共同影响,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值趋于

集聚的特征,即高-高或低-低集聚。因此,O3污染治理必须加区域合作,联防联控。 

表 1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全局 Moran’sI 

年度/年 2015 2016 2017 

Moran’sI 0.282
***
 0.167

***
 0.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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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5.120 3.244 5.061 

P 0.000 0.001 0.000 

 

采用 Getis-Ord G∗i探测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集聚区域,结果如图 6所示。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热点主要分

布在上海和江苏南部,冷点主要分布在安徽。但随着 O3浓度的上升,热点区在扩大,冷点区在收缩。O3浓度热点区由环太湖地区向

南京都市圈扩展,2017 年热点已占据上海和整个江苏南部。可见,在上海和江苏南部由于城市密集,本地污染物排放量大,且相互

影响,已形成了连片的 O3高污染区域。安徽省境内的冷点城市由 2015年的 5个,收缩到 2017年的 3个。由于 O3浓度的回落,2017

年浙江也出现了 2个冷点城市。 

 

图 6 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空间集聚演变 

2.4 O3浓度空间分布驱动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擅长分析类型变量,对于数值型变量,分析前需要离散化[26]。本文使用 quantile(百分位数法)将各数值型变量等

分为 3 个等级,以使每个等级里的城市数量基本相同。由于地理探测器不能识别探测因子的影响方向,本文使用相关分析为每个

数值型变量确定影响方向。如果探测因子与 O3浓度呈正相关,则认为该因子呈正向影响,q值为正值;如果呈负相关,则认为该因子

呈负向影响,q值为负值。本文只确定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探测因子的影响方向。 

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表 2),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力明显大于自然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的 9 个因子中,有 7 个是社会经

济因素,表明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空间分异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 

表 2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 

探测因子 q p 探测因子 q p 

地区生产总值(X1) 0.348
**
 0.016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X9) 0.048 0.585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X2) 0.290** 0.033 民用汽车拥有量(X10) 0.485*** 0.00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3) 0.226* 0.089 气温(X11) 0.043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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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比重(X4) 0.069 0.497 日照时数(X12) 0.095 0.326 

年平均人口(X5) 0.251* 0.053 降水量(X13) -0.425** 0.030 

建成区面积(X6) 0.373** 0.011 相对湿度(X14) 0.072 0.60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7) 0.278** 0.026 风速(X15) -0.288* 0.051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8) 0.361** 0.013 地貌类型(X16) 0.028 1.000 

 

2.4.1驱动 O3浓度空间分布的社会经济因素解析 

(1)经济规模驱动。 

地区生产总值(0.348**)、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0.290**)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226*)的影响力较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呈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规模效应加剧了城市 O3污染。安徽 O3浓度快速上升、环太湖地区形成 O3污染中心,均与经济规模驱动有

关。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27],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现“倒 U”形关系,即: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环境质量

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改善。从时间变化上看,近 3 年来,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随经济的发展而上升。从空间分布上看,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空间分异具有经济发展规模指向性,经济规模大的城市 O3

污染往往较严重。可见,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和 O3污染改善之间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爬坡阶段,未来加大 O3污染治理力

度,加快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 

(2)经济结构驱动。 

二产比重的影响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经构对 O3浓度的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目前长三角城市群正处于经济结构调

整时期,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的二产比重虽已率先下降,但整体上对工业的依赖度仍然较高,O3 污染仍较严重,导致二产比重对

O3浓度的空间差异性区分度不高。典型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2016年二产比重已下降为 29.83%、34.64%、39.2%,为长三角城

市群二产比重最低的 3座城市,但 O3-8h-90却分别达 168、171 和 182μg/m3,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平均水平。未来应继续推进

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负荷,促使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成效尽早显现。 

(3)城市化驱动。 

建成区面积、年平均人口对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空间分异均有较大的解释力,q值分别为 0.373**、0.251*,说明建成区面积大、

年平均人口多的城市 O3浓度往往较高。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会造成 O3前体物面源排放量的增加,促使 O3浓度上升;另一方面城市

化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热岛环流,对 O3 浓度也有重要影响。如城市热岛效应引起的温度升高会加速光化学反应,白天易形成流

向城市中心的辐合气流,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夜间大气易形成稳定层结,也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28,29]。WRF-Chem 模式模拟也证实,

城市化对上海市市区 O3浓度的升高有显著影响[12]。 

(4)人为排放源驱动。 

民用汽车拥有量在所有因子中影响力最大,是惟一通过 99%显著性检验的因子。研究表明,汽车尾气排放的 NOx和 VOCs已成为

近地层 O3前体物的主要来源[30],其对我国城市 VOCs 平均贡献率达 36.8%[31],南京的贡献率甚至达 50%[32]。致使民用汽车拥有量对

长三角城市群 O3的空间分异有最大的解释力,这与易睿等的结论相一致[7]。因此,未来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淘汰黄标车和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是长三角城市群 O3防治的重要途径。SO2是 O3前体物之一,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对 O3浓度的影响较大,q 值为 0.3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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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控制 SO2排放也是 O3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径。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的影响不大,未通显著性检验。 

2.4.2驱动 O3浓度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解析 

(1)气象因素驱动。 

气象因素中只有降水量和风速的影响力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降水量的影响力最大,q值为-0.425**,呈负向影响,是长三角

城市群 O3的重要抑制因子。降水对 O3浓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3]:①降水量大,意味着云雨天气多,云雾覆盖使日照时数减少,光化

学反应减弱,O3浓度减小;②降雨本身对 O3有冲刷作用,使 O3浓度降低;③降雨同时还对 O3前体污染物有冲刷作用,间接地造成 O3

浓度减小。安徽宣城、铜陵、池州和安庆形成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低值区,与降水量大有密切关系,2016 年 4 个市的平均降水

量为 2479.4mm,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值的 1547.5mm。风速对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也呈负向影响,影响力为-0.288*,表明风速

对 O3具有重要的扩散和稀释作用。由于 O3污染主要发生在夏季,长三角地区夏季盛行东南风,来自海洋的清洁空气对沿海城市 O3

浓度有重要的稀释作用。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中心,是唯一超大城市,O3浓度却不是最高的,可能与来自海洋的清洁空

气的稀释有关。同时,气流的传输作用也使城市间 O3相互扩散相互影响[11],这是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的重要原

因。 

气温和日照时数的影响力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显示,气温和太阳辐射具有季节变化和日变化特征,是 O3 浓度出现季节

变化和昼夜循环的主要原因[8,9],2016、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快速上升也可能与气温的上升有关。但气温和日照时数对

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的空间分异区分度不大。可能是因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年均气温本身相差不大,O3浓度最高的夏季午后气

温相差更小,且夏季午后气温普遍大于 25℃,均具有强烈光化学反应的气温条件[34],导致年均气温对 O3 浓度的空间分异区分度不

高。相对湿度的影响力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也与其空间差异较小有关。 

(2)地形地貌驱动。 

地形地貌主要通过改变局部地区气象条件(如流场和温度层结等)来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如南京 O3 污染较严重,就与其相

对封闭的地形有关[35]。但是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地处长江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地形地貌对 O3 的影响较小,影响力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 

(3)生物源排放驱动。 

城市 O3前体物除了来自人为排放外,还有部分来自生物源。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 O3浓度分布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生物源排放

对城市 O3浓度影响不大,城市 O3污染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3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2015～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呈上升趋势。O3-8h-90平均值由 2015年的 149μg/m
3
上升到 2017年的 166μg/m

3
,超

标率由 9.3%上升到 12.1%,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超标总天数的比例由 32.3%上升到 46.4%。 

(2)受月均气温和降水量年际波动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年份 O3 浓度月变化曲线的形状不同。在梅雨时间显著偏长、降

水量显著偏多的 2015和 2016年,O3浓度月变化曲线呈“M”形。而在出梅偏早、7月气温偏高的 2017年,O3浓度月变化曲线呈倒

“V”形。但 O3超标都主要发生在 4～9月,超标天数分别占 2015、2016、2017年的 88.3%、98.2%和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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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安徽 O3浓度持续快速上升,2015～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空间分布格局由东高西低演变为北高南低,且同质化

增强、异质性减弱。 

(4)长三角城市群 O3浓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2015～2017年,O3浓度热点区由环太湖地区向南京都市圈扩展,冷点区在安徽有

明显收缩。 

(5)地理探测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 O3浓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力明显大于自然因素。其中,经济规模、城市化和排放源对 O3

浓度分布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经济结构的驱动作用不明显。自然因素中,降水量和风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 O3浓度分别有清

除和扩散作用,其它因子的影响力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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